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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去公共权力化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理论中的一个发展倾向。就定义而言，公共权力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代表公共性施

加强制或形成规范的一种力量。本文通过对欧盟软治理案例来具体考察公共权力在欧盟治理中的作用。虽然一般理解认为，

欧盟的硬治理主要是由欧盟的公共权力推动，而欧盟的软治理则主要通过治理参与方的自觉约束和自我认同来推动，但是本

文考察后的结论是，即便是在欧盟的软治理中，公共权力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本文的主旨是，多中心治理不能排斥公共权力

作用的发挥，而需要以公共权力的发展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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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流行且多少有些泛滥的概念。关于治理的研究成果大多采用演绎式的路径，往往将一些西

方早期治理概念中的主流观点应用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之中。由于社会科学各领域诸多学者不断演绎所产生的协同效应，

去公共权力化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一个发展倾向。这种关于治理内涵的共识正在成为新的知识霸权，但同时也在遭遇一

些实践的困境。因此，本文尝试对这种趋势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文章选取了欧盟的软治理作为案例切入。一般理解认为，欧

盟的软治理主要是通过治理参与方的自觉约束及其对欧盟规范的认同来推动，这一点与欧盟硬治理背后的公共权力推动有明

显区别。本文在这里提出的一个分析假设是，即使在欧盟的软治理中，公共权力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通过对欧盟软治理

案例的展开，本文试图阐明多中心治理与公共权力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 

一、全球治理研究中的去公共权力化趋势 

全球化浪潮使得治理的边界突破了传统民族国家的范围，以领土和地理为核心要素的治理正在遭遇终结。[1]威斯特伐

利亚和约确立了民族国家在治理全球事务中至高的权威地位，但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的跨国行为正在导

致民族国家权威的流散。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马克·赞奇（Mark Zacher）的话就是“威斯特伐利亚神殿的支柱

正在朽化”。[2]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在关于全球治理的概念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

定最具有代表性。全球治理委员会指出，“从全球角度来说，治理事务过去被视为处理政府之间的关系，而现在必须作如下

理解：它还涉及非政府组织、公民的迁移、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性资本市场。伴随着这些变化，全球性大众媒体的影响大大加

强了”。[3]这一表述清晰地指向一点：治理是多中心的。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治理的研究成果集中展现在《治理》和《全

球治理》这两大期刊中。从这两大期刊的论文来看，近年治理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第一，治理与民主的相关性

研究；[4]第二，治理的市场化特征研究；[5]第三，治理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特征研究；[6]第四、治理的协商特征研究；[7]

第五，作为一种重要治理模式的多层治理研究。[8]从这些研究成果的主题就可以发现，主流研究偏重对治理多中心内涵的

强调。 

如果说前述这些研究还主要在讨论治理的多中心特征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有一些主流学者将治理的内涵逐渐从多中心转

向了去公共权力化。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所指，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的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



各自的内部的界线均趋于模糊。”[9]斯托克虽然仍承认公私之间的区分，但他已经明确表示公私区分的模糊以及公共部门地

位的下降。法国学者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指出：治理“是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或取得认同，

以便实施某项计划”。[10]在阿尔坎塔拉界定的治理场景中，公共权力是不在场的。荷兰学者让·库伊曼（Jan Kooiman）和 

马丁·范·弗利埃特（Martijn van Vliet）指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所以发挥

作用，是要依靠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11]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所反对的外部强加，实质是在反对行为体外部公

共权力的形成及其作用。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大学教授詹姆士·罗西瑙（James N. Rosenau）治理定义中的去公共权力

特征最为明显。罗西瑙对治理的定义是，“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

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换句话说，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

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

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  [12]到目前为止，这个定义还主要是强调多中心，但是罗西瑙接下来的表述便明确地指

向非公共权力化：“没有政府的治理是可能的，即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机制：尽管它们并未被赋予正式的权力，但在其活

动领域内也能够有效地发挥功能”。[13]罗西瑙呼吁建立一种面向新本体论的全球治理，并认为新本体论所内含的相关术语

应该包括“非政府组织、非国家行为体、无主权行为体、议题网络、政策协调网、社会运动、全球公民社会、跨国联盟、跨

国游说团体和知识共同体”。[14]罗西瑙坦承，“这些术语的大量涌现无疑表达了某种对现行的以国家和政府为本体论的主要

表述的不满”。[15] 

在全球治理的实践研究领域，罗西瑙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回应。譬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查德威克·阿杰

尔（Chadwick F. Alger）评论道，“近年来，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将自己从国家中心的全球治理观念中解放出来，并将他们的

视野扩展到其他行为体。大量的关注聚焦在那些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商业组织身上。”[16]同样出于对这种去中心化

趋势的理解，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奥兰·杨指出，未来全球治理理论的发展，要迈向一种分权的世界秩序理论。

[17]这种去中心化的趋势同样反映在国内学者的研究当中。譬如，叶江教授指出，“全球治理指的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与

以国家为中心的统治和政府间关系同时并存的多行为体（国际组织）、各种公民运动、跨国公司等、多层次（地方、国家、

地区以及全球）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在这样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18]这种对治理结构网络化和治理主体非国家化的理解，无疑也暗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内涵。整体来看，去公共权

力化已经成为目前全球治理研究中的一种新趋势。此处的去公共权力化（public-power-decentralization）主要是描述一

种公共权力中心地位逐渐弱化的过程。更为精确的表述应是“弱公共权力化”或“公共权力去中心化”，但因为“弱… …化”的语

式在中文表述中并不常见，而“公共权力去中心化”的表述又太过冗长，所以此处使用“去公共权力化”的表述。此处的“去”主

要表达“远离”、“弱化”的含义，而非“去除”、“消灭”的含义。因此，这里的“去公共权力化”并非是指公共权力的作用完全消

失，而主要指称其主导地位的弱化。 

二、公共权力与欧盟治理 

既然在全球治理研究中出现了去公共权力化的趋势，那作为一个元概念— —公共权力应该如何去理解呢？关于公共权力

的内涵，西方学界中最重要的论述者是洛克和卢梭。这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又截然相反。洛克认为，公共权力是一种必不可少

的恶。一方面，权力本身就是恶的，而集合起来的强大权力更是恶的。[19]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得不需要公共权力来保护他

们的安全和财产，所以公共权力又是必不可少的。[20]而卢梭认为，公共权力是一种普遍的、道德的强制力量。在卢梭看

来，“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是公意”，[21]而国家是公意的最佳实现者，其意志经常倾向于保护人民的整体福利。国内

对公共权力的定义比较中性，介于洛克和卢梭的观点之间。譬如，国内学者陈兆钢先生认为，“所谓‘公共权力’，主要是指一

种在社会矛盾中产生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某种强制力为后盾的，用以调整社会生活基本秩序的社会力量。由于这种力

量总是被用来处理社会公共性事务，所以被称为‘公共权力’ ”。[22]再如刘星先生认为，“公共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

它与一般权力相比，最主要的特点是公共性，即它是适应社会公共需要，调动集合社会公共资源，处理公共事务，追求社会

公共利益而产生的”。[23]这种对公共权力的定义由于缺乏对比物而显得外延不太清晰。用类型学的方法可以将公共权力的

外延更加明晰地展现出来。国内学者卢少华和徐万珉按照社会权力的来源将权力分为源于个人的权力、源于集团和阶级的权

力以及源于人民的权力三种。[24]笔者认为，源于人民的权力就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是相对于私人权力而言的，私人权力

由个人权力和集团权力构成，也就是卢少华和徐万珉分类中的前两类。本文认为，公共权力是在一定范围内代表公共性施加

强制或形成规范的一种力量。按照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的层级，可以分为村镇公共权力、市政公共权力、次地区公共权力、国

家公共权力、地区公共权力和全球公共权力。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公共权力，主要涉及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前面描述

的去公共权力化趋势主要是指向国家的，但部分也指向地区和全球。这种趋势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碎片化的趋势，它在本



质上反对任何公共权力对微观个体的规制。 

政治学和行政学对公共权力这一概念及其应用的理解，主要从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这一内容出发。[25]周光辉先生在

《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一书中用公共权力的公共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较为理论化地分析了这一问题。[26]这一内涵对

于国际治理有重要的启发，即当公共权力在国际层面形成后，如何保证这一公共权力不被国际层面中的少数集团或少数国家

控制。譬如，联合国在创立之初基本上被沦为美国合法化其霸权行为的工具。国际问题研究中新兴起的委托－代理理论

（principle-agent theory）就关注这一问题，即各成员国把权力委托给新兴的公共权力组织，那公共权力组织如何可以保

持其代表的公共性和公正性。[27]这一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提醒我们在推动公共权力形成时要同时对其保持警惕。然

而，从另一角度来讲，国际治理与国内治理的问题情境有明显差别。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公共权力在国家层面形成和巩固

的过程。在完成了国家构建的现代政治系统中，强大和巩固的公共权力已经是比较客观的存在。所以西方主流的政治学理论

将制约这一强大的公共权力作为其主要论题，主要针对的问题是防止少数个人或集团利用其对公共权力的优先使用权或控制

为其谋取利益。然而，在国际治理中，强大和巩固的公共权力尚未在国际层面形成。因此，在目前的全球治理情境中，公共

权力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创设和构建，而不是制约。 

在对公共权力的基本概念进行探讨之后，本文将转入国际治理与公共权力关系的实证分析。本文选取当今国际治理领域

中发展相对成熟的欧盟治理问题为研究个案。欧盟治理研究的兴起与比较政治学作为欧盟研究路径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伴随

着欧盟的进一步实体化以及公共权力在欧洲层面的逐步形成，国际关系学的传统分析越来越不能满足对欧盟实践解释的需

要。这时，比较政治学进入欧盟研究的核心地带，而治理研究是比较政治学路径中较为成熟的一部分。[28]这一点被一些学

者表述为“欧盟研究的治理转向”。[29]西方学界关于欧盟治理研究的成果集中展现在《治理》2002年第3期的特刊“制度制衡

与欧盟治理的未来”上。[30]整体来看，国外欧盟治理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欧盟治理的一般性理论分析

或治理与一些重要相关概念关系的分析；[31]第二，欧盟治理机制及其绩效的研究；[32]第三，欧盟治理模式的研究，如多

层治理和软治理模式的研究。[33]第四，欧盟的外部治理研究；[34]第五，欧盟成员国的国内治理或次国家治理。[35]欧盟

治理最核心的部分是地区治理，而地区是观察新兴的公共权力与治理实践互动的最佳层级。因为民族国家和次国家层级的公

共权力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浪潮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而全球层级的公共权力至今仍相对虚弱。欧盟治理的核心在于欧洲

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而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是公共权力在欧洲层面形成的过程。欧盟的一些重要发展都与欧洲公共权力的形成

密切相关。譬如，欧洲大市场的发展、欧洲委员会权力的扩张、欧洲货币的流通、欧洲议会代议性功能的增加、欧洲宪法在

一些国家的批准、欧洲法对成员国法的事实约束力、欧洲共同防务和外交的启动等都意味着在经济、政治、法律、外交、军

事等领域中欧洲范围的公共权力正在生成之中。当然，目前欧洲层面的公共权力还未完全形成，多数权力还比较虚弱。未来

欧洲的公共权力构建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努力：在行政权力方面，实现欧洲委员会主席的直选及其行政权力（诸如在议案提

出或人事提名方面）的扩大；[36]在法律权力方面，实现各成员国对欧洲宪法的批准，以及欧洲民众对欧洲法律的认可和遵

守；[37]在议会权力方面，扩大欧洲议会的立法权和批准权，以及促进欧洲政党在欧洲议会中的竞争；[38]在经济权力方

面，逐步实现在欧洲范围内征税，使得欧盟有实现社会再分配的经济资源；[39]在对外权力方面，逐步实现欧洲外交政策的

一致，以及欧洲独立军事力量的建设。[40]简言之，整体来看，未来的欧盟治理与欧洲层面的公共权力发展有密切关系。 

三、欧盟的硬治理与软治理 

本文拟从欧盟软治理的案例出发，具体探讨欧盟治理与公共权力的关系。这一部分将对欧盟的软治理进行系统介绍。软

治理（soft governance）是相对于硬治理（hard governance）而言的。硬治理是基于成文法规、往往是由单一治理主体实

施的、以外部强制为主要方式的治理类型。软治理是基于成文或不成文的约定、由多治理主体实施的、以客体的内在认同和

自我约束为主要方式的治理类型。软硬治理的区分可以同本文对公共权力内涵的界定结合起来讨论。本文将公共权力的内涵

主要界定为强制和认同，而这两个内涵实质也是软硬治理的根本区分。基于强制的治理是硬治理，而基于认同的治理是软治

理。 

欧盟的传统治理模式主要是共同体方式。共同体方式是欧洲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的重要因素。共同体方式强调设立一个

欧洲层面的最高权力机构，并不断地在欧洲层面形成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或法律，以规制成员国的经济活动。如果用

软硬治理的分析维度，共同体方式便是硬治理。共同体方式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贡献很大，但在涉及到再分配的一些社会政

策领域中，共同体方式遭遇治理困境。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院教授弗里茨·沙夫（Fritz W. Scharpf）将这一点总结为共同

决策陷阱（joint decision trap），即由于在欧盟层面的决策主要基于准全体一致，所以穷国很难接受富国提出的相对较

高的标准，也就存在共同决策的困难。[41]在其1999年著作中，沙夫进一步提出他的规制竞争理论（regulatory 



competition theory）。沙夫认为，欧盟治理被非决策的黑洞（black holes of non-decision）所困扰。因为欧洲的规制

竞争是被市场自由化所释放的，而这种规制竞争将成员国卷入一种低标准的向下循环当中，所以这种规制竞争使得欧盟解决

问题的能力总是低于任何一个成员国。[42] 

欧盟硬治理在社会政策领域中的困境使得软治理成为可能。欧盟理事会在2000年的里斯本会议上确立了“里斯本战略”，

即到2010年将欧盟建设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体，能够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岗

位和促进社会凝聚力的增强”。[43]里斯本战略的具体实施涉及到经济改革、就业政策、社会排斥、养老保险、职业训练、

基础教育和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这些都是成员国政府在国内处理的复杂和敏感问题。这涉及到里斯本战略的宏观欧洲考虑

与成员国的具体实践操作之间的张力。换言之，共同欧洲行动与对成员国多样性的尊重之间存在矛盾。软治理中的主要形

式— —开放协调模式（open model of coordination）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欧盟委员会在其2001年白皮书中提出，要求

“将正式规则与其他非绑定的工具（non-binding tools）结合起来，这些非绑定工具包括建议、指导方针、以及一致同意框

架下的自我规制等”，还要求“对与私人行为体共同进行的管理进行正面评价”。[44]在此之后，在那些欧盟立法比较困难而且

成员国比较敏感的领域（譬如环境、科学研究、交通运输、就业等）中，以开放协调模式为主要形式的软治理大量出现。

[45] 

在对欧盟软治理的文献梳理后发现，西方学界在讨论这一概念时往往将其与“新治理”、“开放协调法”、“开放模式”等概

念混在一起运用。从西方学者对这些概念的指称和情境来看，这些概念的内涵基本一致，[46]只是不同学者的使用偏好不

同。伦敦南岸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师德默·霍德桑（Dermot Hodson）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讲师伊梅尔达·马厄（Imelda 

Maher）于2001年在《共同市场研究》上发表“作为新治理模式的开放方法：以软经济政策协调为案例”一文。在文中，霍德

桑和马厄分析了在卢森堡、卡迪夫和科隆进程中逐渐确立的基准（benchmarking）、目标设定（target-setting）和同行评

议（peer review）等方式，并认为这些方式为欧盟治理提供了一种异质的、去中心化的、动态的新模式。[47]这篇文章是

软治理早期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一篇文献。加拿大约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布卡尔·埃博林（Burkard Eberlein）和慕尼黑技术大

学讲师迪特尔·克韦尔（Dieter Kerwer）于2004年在《共同市场研究》上发表“欧盟的新治理：一种理论视角”。在文中，两

位作者认为，基于自愿绩效标准（voluntary performance standards）的新治理模式正在欧盟治理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度。两位作者运用民主实验主义（democratic experimentalism）的理论对这种新治理模式的潜力进行了评估。[48]埃博林

和克韦尔总结出三点：第一，基于自愿绩效标准的协调能够为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多有效的规制。第二，欧盟新治

理模式的范围不应该仅限于目前操作的这些领域。第三，目前欧盟治理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可以实现自愿治理模式与强制规

制模式的协调共存。[49]从这两篇文献可以看出，早期研究对于软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及其对欧盟民主质量的影响都持较为乐

观的看法。 

丹麦欧洲研究学会主席、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苏珊娜·博拉斯（Susana Borrás）和丹麦洛斯基尔德大学教授本特·格雷夫

（Bent Greve）在《欧洲公共政策杂志》2004年第2期编辑了一期关于开放协调模式的特刊。该期特刊由八篇文章组成，而

这八篇文章基本分为三部分：第一，对开放协调法作宏观上的理论阐释。譬如，博拉斯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克斯汀·雅克布森（Kerstin Jacobsson）的文章讨论开放协调法与欧盟新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丹麦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延斯·亨里克·哈赫（Jens Henrik Haahr）的文章将开放协调法放在自由民主制度和政府治理的框架下去理解。德国慕尼黑理

工大学的罗伯特·凯泽（Robert Kaiser）和海科·普兰格（Heiko Prange）的论文将开放协调法与多层治理以及多样性等概念

结合起来讨论。欧洲大学研究院的卡罗琳·德拉·波特（Caroline de la Porte）和德国不来梅大学政治学教授帕特里·南兹

（Patrizia Nanz）的文章则把开放协调法与协商民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博拉斯和格雷夫的总结性论文对开放协调法的政

策绩效以及未来前景进行了归纳。第二，对开放协调法运行的一些常见领域进行案例分析。霍德桑的研究主要关注开放协调

法在欧元等宏观经济协调中的作用，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助理教授亚历山大·卡维德斯（Alexander Caviedes）则对移

民领域中的开放协调问题进行研究。第三，对开放协调法中的一些具体方法进行实证讨论。如曼彻斯特都会大学教授詹姆士·

阿罗史密斯（James Arrowsmith）等学者对基准作用于开放协调法的意义和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50] 

时隔三年，博拉斯和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托马斯·康泽曼（Thomas Conzelmann）在《欧洲一体化杂志》

上编辑了题为“欧盟的民主与软治理模式”特刊。该期特刊明确提出软治理模式这一表述。这期特刊由六篇文章组成，其特点

是强调理论与实证的结合，力图在案例研究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对欧洲软治理模式与民主及合法性的关系进行探讨。英国格

拉斯哥大学政治学系讲师米尔托·察卡提卡（Myrto Tsakatika）的研究偏重观察成员国议会和欧洲议会在欧洲软治理中的作

用。柏林洪堡大学的尚德拉·克罗格（Sandra Kr?ger）以社会政策领域为案例对软治理中的合法性赤字问题进行探讨。博拉



斯等学者选取了欧洲食品安全机构（EFSA）、欧洲药品机构（EMeA）和欧洲专利办公室（EPO）等三个欧盟独立机构，主要

考察这些机构在后代理时代的输入合法性问题。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教授乌尔丽卡·默特（Ulrika M?rth）以欧洲伽利略卫

星全球导航系统为案例，考察公共和私人合作关系在治理效率与民主责任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本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欧洲研

究教授臼井阳一郎（Yoichiro Usui）的论文分析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软治理质量问题，对开放协调法在话语形成和话

语竞争中协商控制机制的缺失问题进行了批评。[51] 

2007年之后，关于欧盟软治理的讨论更多地出现。具体而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延续了一些传

统的研究话题并对之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例如，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政策讲师米连娜·布盖斯（Milena Büchs）的研究

更为深入地讨论了开放协调法的合法性问题。布盖斯认为，开放协调法仅能产生输出合法性，而单单靠输出合法性是不充分

的，还需要通过加强议会途径的输入合法性来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仅仅依靠强调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参与来提高输入合法性

也是不充分的。[52]英国卡迪夫大学法学院教授斯泰恩·斯米斯曼斯（Stijn Smismans）以欧洲职业健康和安全政策为案例对

之前研究中通常认为的软治理与参与民主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批驳。斯米斯曼斯认为，诸如专家委员会（comitology）、机

构网络和社会对话等强调水平和异质的新治理模式并不意味着公民社会和利益相关者对治理过程的自动参与。[53]美国贝茨

学院社会学副教授弗朗切斯科·迪纳（Francesco Duina）和芬兰坦佩雷大学政治学教授塔普尼奥·劳尼奥（Tapio Raunio）对

国家议会和开放协调法的关系进行了再审视。两位作者认为，一方面，就参与而言，开放协调法通过塑造行政联邦主义

（executive federalism）使得国家议会日益边缘化。另一方面，开放协调法也提供给国家立法者一些传统共同体方式没有

给予的机会，如开放协调法使国家立法者可以更容易地批评行政官员的欧盟政策。两位作者建议，国家议会应该更多地、更

主动地参与新治理模式。[54]第二，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譬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戴维·纳塔利（David Natali）对养

老金领域中的开放协调模式进行实证研究。[55]再如，德国马尔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沃尔夫冈·克贝尔（Wolfgang Kerber）和

德国维藤/黑尔德克大学经济学教授玛蒂娜·埃卡特（Martina Eckardt）对开放协调模式和实验联邦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两

位首先回顾了实验联邦主义的定义和内涵，[56]并在比较后指出，开放协调模式和实验联邦主义都可以被视为产生和传播新

知识的机制，然而这两种学习机制各有其特点：实验联邦主义展现为一种纯粹的、非集中的、以多种新政策为实验的过程，

而开放协调模式却依赖基准的过程，并实际发挥出一种集中化的高层裁决的作用。两位作者建议说，开放协调模式应该更多

学习实验联邦主义的特征，而去除其集中化的成分。[57]另如，相互承认是另一种新治理模式。欧洲法院对“第戎黑醋栗酒”

案（Cassis de Dijon Case）的判决，推动了欧盟市场建设中另外一种方法的出现。该案认为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并不能

通过欧洲范围的法律协调实现，只能通过彼此承认的原则得以实现。相互承认原则以各成员国监管标准的最低限度协调为基

础，要求商品和服务流动的母国承担主要监管责任。这一原则不仅有助于消除贸易中的非歧视性法律壁垒，也可以促进在市

场机制之上各国监管规则的自发协调。相互承认原则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的繁琐谈判，同时，由于存在程序机制，成员国也必

须考虑欧盟的管制原则和其它成员国的利益关切。德国不来梅大学政治学教授苏珊·施密特（Susanne K. Schmidt）对相互承

认原则的基本运作及其与单一市场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分析，而欧盟法院佐审法官米格尔·马杜罗（Miguel Maduro）则就相互

承认原则的实施困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58] 

四、欧盟软治理中的公共权力 

    欧盟的硬治理依赖于公共权力的强制。共同体方式的特征是，在制定和执行共同体立法时，作为行政公权力的欧盟

委员会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代议公权力的欧洲议会也不断获得权力并施加影响。欧盟的决策一旦形成，便成为具有约束

力的法令。相对于成员国法律，共同体法律具有优先地位。欧共体法律在欧洲委员会和欧洲法院监督下实施。简言之，成员

国公民可以在成员国法院援引欧盟法。从这一角度来讲，欧盟是一个自主的立法体系，这使其同其他国际组织存在根本区

别。欧盟一体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律实现的一体化”，而这种“法律实现的一体化”归根结底是一种公共权力在欧

洲层面的形成。硬治理与公共权力的相关性是明显的，而本文的主要问题是考察软治理与公共权力处于何种关系。 

博拉斯和康泽曼在2007年的论文中认为，软治理的优势在于：第一，私人行为体不仅可以作为影响政策的游说者，而且

可以作为政策制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可以将专家知识和执行能力带入政治过程之中。第二，软治理不是强制性的，其

致力于通过一系列软性机制来推动行为者观念和行为的改变。通过设定基准（benchmarks）和对最佳实践进行日常交流，软

治理设计了一种政策学习程序。[59]博拉斯和康泽曼对私人行为体和非强制的强调都可以总结为一种对公共权力的潜在反

对。俄亥俄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吉姆·摩西（Jim Mosher）将开放协调模式总结为四点：第一，为欧盟设置固定的指导方针和

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第二，确立质化和量化的指标和基准；第三，将欧盟指导方针转化为国家或地区的政策；第四，

定期监督、评价和同行评议，并将其组织成为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60]摩西对学习过程的强调也隐含了一种对外部强制的

反抗。伦敦政经学院教授海伦·华莱士（Helen Wallace）认为，开放协调模式的本质“不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共同框架，而是组



成一个共同分享经验和鼓励良行传播的系统”。[61]华莱士的观点实质与前面两位类似，都强调一点：开放协调模式试图在

各国差异性和欧盟一致目标之间启动一种相互学习的互动过程。它避免了严格的管制条款，允许成员国根据其特殊情形进行

自我试验，同时也通过制度化的相互学习过程培育政策改进和政策合流的环境。在这种学习过程中，传统的、自上而下的、

命令式的、控制型的公共权力是可以不在场的。 

本文认为，将软治理与公共权力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有问题的。软治理并不完全排斥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同样是软治理成

功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软治理的实施涉及到一些欧盟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等，而这些机构都

是公共权力的载体。欧盟理事会发挥议程设置的功能，主要提出在政府间谈判中需要达成的指导纲领。部长理事会通过讨论

采纳这些纲领和相关的检验指标。欧盟委员会主要发挥技术性的和管理性的功能。[62]在这些行政权力之外，代议性的公共

权力也在施加影响。在开放协调模式中，成员国议会往往对国家行动的年度计划进行讨论，并提供计划草案。欧洲议会在一

些领域如欧洲就业战略（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EES）中也发挥重要作用。[63]察卡提卡将开放协调模式称为“登

名和蒙羞（naming and shaming）机制”，认为其由公开基准（open benchmarking）、同行评议（peer review）、相互学

习（mutual learning）、良行交流（exchange of best practices）四个方面组成。[64]简而言之，开放协调模式的运行

实际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把共同欧洲行动细化为一些具体的指导标准，第二部分鼓励成员国在与其具体情形一致的情况下

自愿应用和实践这些标准。而这两部分都与公共权力相关。在第一部分中，谁来设定基准、谁将共同欧洲行动细化为具体标

准，这都涉及到公共权力的问题。虽然软治理强调私人行为体在基准设立中的参与，但事实上基准确立的关键环节是由以欧

盟委员会为代表的公共行政权力来完成的。在第二部分中，欧盟委员会对各成员国实施情况所进行的排名和比较，也涉及到

公共权力的问题。虽然表面上看是成员国的自觉自愿行为，但实际上这种自觉自愿也来自于基于公共权力的软性压力。 

实际上，一些西方学者也意识到这一问题。譬如，博拉斯和康泽曼将衡量软治理的指标界定为议会介入

（parliamentary involvement）、社会输入（societal input）、透明性和协商质量等四个方面。议会介入是指软治理模

式需要依赖议会的制度框架。议会可以赋予政治讨论以权威性，并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将其转化为政策效果。议会介入的两个

子指标是：议会（欧洲议会和成员国议会）在软治理中的地位和议会对软治理结果的控制。社会输入是指软治理模式应该以

公民和公民社团的社会参与为主要内容。社会输入的三个子指标包括：涉及相关利益的公民拥有同等的接近和参与机会、对

社会需求的回应性、以及公共辩论的可能性。透明性强调软治理要推动社会的参与必须以公开和透明为基础。透明性的子指

标包括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公开，以及监督、报告和核查机制的设置两个方面。协商质量是指软治理要以提高协商结果的质量

为目标。协商质量的子指标包括作为互动模式的争论和谈判、协商过程的事实开放性、以及专家政策输入的民主化三个方

面。[65]在这四个指标中，后三个更多强调私人行为体的意愿和利益实现，而第一个则主要强调公共代议权力的在场。 

如果说博拉斯和康泽曼的观点还是含蓄地表达出软治理对公共权力的需要，那德国学者贝娅特·科勒-科赫则在软治理分

析中清晰地表露出这一点。科勒-科赫认为，欧盟的新治理模式不应该仅包括开放协调法这一种，还应该包括其它四种形

式：专门委员会（comitology）、相互承认、半私人的监管组织和共同体机构。专门委员会是在欧盟权力逐渐向欧盟委员会

集中的过程中，成员国政府建立的由政府代表和政府任命的专家来组成的、以保持其权力的委员会机构。相互承认在前文注

释中已有解释。半私人的监管组织是指诸如欧盟规则委员会（CEN）或欧盟电子规则委员会（CENELEC）之类等由欧盟委托的

制定标准的机构。共同体机构主要负责一些规则性技术问题，如商标设计、植物多样性、食品安全、卫生或航空安全等。

[66]科勒-科赫界定的另外四种新治理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公共权力的因素。专门委员会是成员国公共权力在欧盟层面

的延伸。半私人的监管组织和共同体机构是欧盟行政权力的一部分。相互承认貌似与公共权力无关，但实际上相互承认的效

力来自欧盟法高于成员国法这一内涵。科勒-科赫在另一篇文章中较为深刻地批判了学界对新治理的过度追捧，其中也流露

出对公共权力回归的期望。科勒-科赫评论到，“就我理解，今天的欧盟，其核心仍然是通过法律实现一体化。然而，最近20

年来，欧盟治理所产生的变化，首先对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形成方式产生了影响；其次引进了‘通过软法实现一体化’的手

段。欧盟新的治理模式并没有代替欧盟原有的治理模式，而是对原治理模式的一种补充。学术论述和政治话语已经给予新的

欧盟治理模式大量的关注。日益增加的对欧盟新的治理模式的关注，传达出一种假象，即新的欧盟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欧盟治

理的主导性模式。”[67]科勒-科赫所言的“其核心仍然是通过法律实现一体化”便是强调公共权力。 

埃博林和克韦尔曾用民主实验主义来分析软治理。从民主实验主义的内涵来看，该理论的主要阐发者多尔夫和萨贝尔特

别强调治理委员会（governance council）的作用。多尔夫和萨贝尔认为，作为一个中心，治理委员会通过搜集和分配网络

内关于经验的信息而为地区协商单元提供了一种相互学习的空间。治理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多种平行实验的信息转化

为最佳实践的绩效标准。这些绩效标准帮助地区单元确定一些相似的经验并从中学习。[68]多尔夫和萨贝尔强调的这个治理



委员会实质也是一种公共权力机构。软治理对公共权力介入的需要使得软治理与硬治理的结合成为必要。对此，埃博林和克

韦尔评论说，“开放协调模式不应该成为一支独奏的乐曲，而应该是规制交响乐的前奏。欧盟委员会把开放协调模式视为突

入那些传统治理模式很难进入的区域中的一种工具”。[69]西方学者关于软治理的这些分析实际上印证了本文对软治理与公

共权力正相关关系的判断。 

五、结语 

治理问题的出现反映了一种解构民族国家的努力。从解构的策略来看，碎片化是成本低廉且切实可行的。所以，在治理

中出现去公共权力化的趋势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治理的实质是正当且有效地解决问题。而在全球公共领域，许多公共物品

是无法通过碎片化的行为体来提供的。而且，在解构民族国家的早期，这些行为体是一种民主的力量，但是随着全球治理的

发展，他们自身的一些问题会暴露出来。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的私利欲求会逐渐显现，而这种欲求如果不加干预，则会陷

入一种恶性的路径依赖当中。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的合法性问题也会出现，例如它们是哪些利益的代表、是否可以代表

以及是否经过授权。所以，此时公共权力的必要性就逐渐凸显。在这里，虽然没有必要像卢梭一样把公共权力看成道德的公

意代表者，但至少可以把公共权力看成一种洛克意义的、必不可少的功能性存在。公共权力可以为非国家行为体提供一种约

束框架和民主秩序。约束框架可以把非国家行为体的私益追求限定在不损害公益的范围之内，而民主秩序则引导非国家行为

体扩展其代表范围和巩固其合法性基础。治理的多中心内涵与公共权力之间应该是一种矛盾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多中心所

暗示的分权弱化了公共权力的优势地位，而公共权力所强调的集权则会削弱非核心行为体的功能发挥，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

此消彼长的。另一方面，多中心往往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所以需要一种常设的公共权力来保证公共物品的长效供给。而

且，如前所述，公共权力可以为多中心提供一种运行的秩序和框架。从这个意义来讲，多中心治理需要以公共权力的发展为

补充。这便是本文论述的主旨。在全球治理中，公共权力的发展主要意味着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形成一些具有秩序功能的强制

性或认同性力量。目前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便是在地区层面形成这样的力量，而在全球层面上，一些强有力的国际机制如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等也是正在形成中的类似的公共力量，只是与欧洲层面的发展相比还比较虚弱。本文力图强

调，这类公共权力的发展才是未来全球治理的重中之重。当然，这种对公共权力的强调所导致的新问题也会出现，即如何可

以保证公共权力所强调的集权不伤害多中心的治理积极性和绩效。这实际上是多中心与公共权力统一关系的另一面。要防止

前述新问题的出现，两点至关重要：第一，在发展公共权力的同时，要保障多中心的主体性和独立地位。第二，公共权力的

形成要遵循民主和代议的原则。总之，如何进一步处理多中心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将是未来治理研究的重要问

题。              

                     

                      Public Power and EU Soft Governance

                               Gao Qiqi

Abstract: Public-power-decentralization has been becoming a developing trend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 As 

to its definition, public power is a force of enforcing coercion and forming norms through representing 

publicity within a certain range.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over the function of public power in EU 

governance through EU soft governance cases. General idea believes that, EU hard governance is mainly 

promoted by EU public power, and EU soft governance is promoted by conscious constraint and self-

identification of governing participants. However, the finding of this paper is that, even in EU soft 

governance, public power is also necessary. The key poi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polycentric governance 

should not exclude the function of public power, but be supplemen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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